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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摘要：组织惰性对应的策略是组织变革和创新，应对工具是绩效评估。以往研究通过将评估设定为控制常量，对评估过程进行了纯粹的假设，将评估看作是一个客观、中立、有效、实施无障碍的过程。现实经验表明，组织中存在着评估者惰性现象，使评估无法作为常量存在。理论研究中将其作为控制常量而进行的实验式研究对于研究绩效变量是有必要的，但作为对策就不能继续无视评估者惰性现象并把评估作为常量来使用。评估惰性能使评估失去效力，从而使评估丧失作为绩效测度和组织变革的工具属性，导致组织绩效问题被掩盖，引发评估悖论。
关键词：组织惰性 评估悖论 评估者惰性
Research on Evaluation Paradox of Organizational Iner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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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y for overcoming Organizational Inertia is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the method is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evaluations were always set as control constant and were simply assumed as an objective, neutral,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process. But practical experience shows there is evaluator inertia exists in organization which makes evaluations lose of the means as control constant, so that they fail to be tool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Evaluator inertia makes problem of performance be covered up and leads to evaluation paradox. Experie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valuation shows that evaluation paradox exists in the tripartite interactional progress of leader or decision makers, the evaluator and the evalu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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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织惰性
[bookmark: _GoBack]组织惰性是广泛存在于各类组织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心理学、组织学和管理学是最为关注组织惰性现象的学科。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来精准描述组织惰性的特征并形成有力的理论来解释其发生机制（白景坤，2014）。但总体来看，组织惰性包含了成员个体和组织为保持特定习惯、工作方式而引发的绩效降低的消极现象，具体表现包括对工作内容、环境刺激、组织责任的不作为、拖延、不配合、消极抵抗、缺乏变通、思维僵化等特征。组织惰性的存在对于成员与组织的绩效有着负面的影响。深入组织内在的结构关系探究惰性机制，是认识和破解惰性现象的必经路径。Hannan和Freeman（1984）就提出“结构惰性”假说将惰性研究引入到组织与生态的关系，他们提出了组织核心改变所涉及的四个方面，即组织使命、权力结构、技术和市场战略。Lynn Godkin和Seth Allcorn（2008）认为组织惰性包含三个层面，洞察力、行动力、心理，并认为组织惰性是战略实施的天然障碍（是自然存在的），对组织变革影响很大，也就是说组织天然的包含了洞察力、行动力和心理上的三层惰性。虽然对结构化研究的影响较大，但如果从组织形态来看，这类研究还没有深入到组织内部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没有从微观行为主体来进行分析，研究尚不够深入。本研究着眼于组织的基本构成，从克服组织惰性的必经方法——绩效评估作为切入点分析，结合评估中的实际经验来划分组织结构，提供了从微观视角对组织惰性进行分析的途径，引出“评估悖论”的思考。
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关注组织惰性产生的心理动机，从个体、群体、环境、工作特征、管理特征等多方面来寻找影响变量，试图建立线性的因果关系模型；组织学的研究关注组织惰性产生的组织形态、形成过程，更为系统的分析其组织惰性的内在机制；管理学研究关注的是组织惰性与组织绩效的关系，通过组织演进过程和管理方法创新来克服组织惰性带来的绩效困境。虽然对克服组织惰性的方法论研究都最终指向了不同类型的组织变革和创新，但无论如何绕不过对成员和组织绩效进行评估的环节。从不同意义上来解释，绩效评估既是发现组织惰性现象存在的起点，亦是克服组织惰性问题而发起组织变革和创新的起点，同样又是对变革和创新带来的绩效差异进行评价和反馈的过程。所以，管理学研究者虽然将克服组织惰性的各种方法归结为组织变革和创新，但首先要考虑到可具体操作方法却是绩效评估。
二 评估悖论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组织持续变革和创新是从根本上破解组织惰性之道，绩效评估则是组织变革和创新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从组织惰性走向组织变革和创新，组织绩效评估是必经之路。为发现影响组织惰性的变量，研究者通过将评估设定为控制常量，对评估过程进行了纯粹的假设，将评估看作是一个客观、中立、有效、实施无障碍的过程。此类研究都是通过对成员与组织的绩效进行分阶段评估才发现惰性现象的存在，并进一步通过控制变量来研究影响惰性和组织绩效的相关变量的。
他们假设存在一个理想的评估过程，即领导者或决策者对评估者下达指令，对成员和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估，评估者通过一定的评估技术和方法进行了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反馈给领导者或决策者，他们根据评估结果做出管理方法的调整和改进，成员和组织经过管理者的新的指令和改进的管理方法产生出理想的绩效。通过对理想假设中领导者或决策者、成员或组织这两个变量在管理方法、绩效水平维度上的变化，来寻找一个合适的搭配，并用理论化的语言总结出组织动态的机制和过程。这样的研究过程已经被模式化，且存在于各类次级变量的研究中，是经典的科学实验式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在这个理想状态下，研究方法是中立、理性的，研究方法并不存在问题。作为研究方法的设置，评估被当作研究过程中的常量而非变量，可以更显著的发现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作为对抗组织惰性的可操作的方法，复将评估作为一个常量就显得过于僵化从而与现实脱离。在其中隐藏着一个不易发现的假设，即研究者对绩效评估方法、数据与结果的掌控能力直接等同于组织对这些事项的掌控能力，从而忽视了组织在评估事项上存在着的差异。在现实中，常常可以发现评估者作为理性人是会从多种可能选择中择出有利者，评估技术和工具作为知识客体是需要评估者选择、学习和掌握才可以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评估过程是一个受到评估相关联的多种主体的多向交互影响的过程，评估结果作为决策依据不仅受到评估者的主观意愿影响而且受到领导者或决策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评估者、评估技术和工具、评估过程、评估结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而非像实验式的研究过程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常量。
绩效评估是配合组织变革和创新而实施的必要工具。根据评估行为的作用，可以将组织的结构以评估中的主体关系来划分，即将组织划分为领导者或决策者、评估者、被评估者（个人或机构），从而得到一个多方互动的体系。评估者作为组织体系的一部分，不能超然独立于组织之外，必然受到组织所共享的文化氛围、制度环境和管理方式的制约，组织惰性如果存在于该组织，那么必然同样会发生于评估者这个重要的主体之上。即便是时下发展迅速的第三方评估模式，第三方评估者也同样要面对和评估既有组织文化和组织环境，否则评估工作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就会影响评估工作本身。评估者的组织惰性的存在，加上评估者作为理性人，其潜在的多变性导致其评估工作达到客观、中立、有效的执行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一个问题跃然纸上，组织惰性发生在评估者身上，评估还能否作为破解组织惰性的可操作性工具来应对组织惰性现象？如此，评估者如何能够胜任帮助组织实现变革和创新的重任？答案是否定的，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作为工具的绩效评估，可能会丧失工具作用，从而无助于解决组织惰性问题，更遑论组织变革和创新。既然评估者也可能沦陷于组织惰性现象之中，随着组织绩效的下滑组织的生存是否会由此逐渐衰落走向消亡呢？这就是本文提出的“评估悖论”，既存在于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于现实的组织管理情境之中。比如郭积椿、石伟（2010）曾指出存在于我国公共部门的惰性现象，并建议对个体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估，但同时又指出了我国公共部门的绩效评估制度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些问题的焦点就在于评估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评估者既不可能达到完全意义上的评估效果，也不可能毫无评估效果，两极化的评估在进行理论推导时有助于认识评估的意义，而极化之间的空间更符合现实中评估作用可能存在效度范围。评估悖论的存在是客观的、广泛的。无论是组织内的自评估，或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都不能脱离评估体系而存在，会受到组织惰性影响而表现出评估悖论现象。
三 科技政策评估中的三方主体互动机制
科技政策评估是提高科技管理水平、增进科技政策绩效的重要方法。科技政策评估研究领域研究成果集中于评估的技术性因素，评估悖论所涉及的现象还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对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评估关注较多。但根据评估工作的实际经验，让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头疼、感到困扰的却并非是技术性因素，而是组织惰性和评估悖论所代表的现象。之所以近年来从国务院到各地政府都大力推动科技政策评估的第三方模式，就在于政府部门和科技部门的自评估不能够较好的保持客观、中立、有效，其评估结果受到的质疑较多，用以作为决策依据有失客观。因此，第三方评估模式的意义就在于引入不受既有环境影响、能够独立客观地进行评估的主体和机制，增加评估的多元性和可选性，为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说，科技政策评估最初都是从“创新体系”开始的，然后才扩展到各地的绩效，机构评估和具体项目评估最常用的评估方法还只是活动报告、客户调查数据及客户随机访问等，更加系统的评估方法却很少被使用（Philip Shapira，Stefan Kuhlmann 2003年）。我国很注重对先进经验的学习，科技政策评估的产生与发展与上述欧美经验一致。近年来，科技政策评估逐渐从宏观、技术性的体系化评估过渡到微观、多元方法的政策效果评估，在模式上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模式，既有政府部门对科技体系的评估模式，也有科技机构的自评估和交叉评估模式，也引入了不少非政府机构参与的第三方评估模式。我国科技政策评估领域的研究者对宏观、技术性的体系化评估显示出了很强的偏好。多数学者认为，科技政策评估工作的难点在于评估工具开发、评估方法设计、相关资料获取以及评估指标的选取等技术性工作（匡跃辉, 2006年；唐云锋、李侠，2004年；赵峰、张晓丰，2011年；赵莉晓，2014；范柏乃, 段忠贤, 江蕾，2013）。这些研究对于大型项目的评估，建立统一的体系化评估机制，以及宏观科技政策的评估具有理论意义。然而，宏观的评估只能告诉决策者指标和结构意义，对个人和机构学习、研究和知识传递的过程、组织间的交互影响等微观层面的信息却无能为力。微观、多元方法的评估是更为细节化的评估方法，是应对具体科技项目、研发活动、组织形态和文化、知识生产与传递、人才资源和管理方法等微观基础进行的以质化评价为主的综合性评价方法。这样的评估活动广泛存在于政府、高校以及科研机构，但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大多评估工作过于具体，评估活动是跟随项目、跟随人员、跟随时间阶段等因素变化而变化，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经验和观点，往往陷于难以用理论化语言表达的就事论事的窘境中。
根据评估实践经验，技术性工具是可以通过评估经验交流和学习的方式获取，且能根据现实情况获得灵活运用即可，而评估实践中真正的难点却并非这些技术性工具的获取。在理想状态下，科技政策评估的实施只需设计并运用一定的评估工具对相关的数据和机构有针对性地有序进行。但现实条件下影响因素较多，评估者的知识储备是相对够用的，即使临时获取和学习也基本可以满足需求，然而评估中的制度因素、利益因素、专业性因素、评估文化等横在技术问题之上，评估的实施是需要多方合作才能取得突破这些限制性因素。因此，本文提出由领导者或决策者、评估者、被评估者（个人或机构）三个主体构成的三方主体互动体系（如图1示意图所示），用来分析和解释在科技政策评估中存在的组织惰性和评估悖论现象。评估活动作为三者联系的媒介，事实上是存在于三者之间的一个互动机制，反映出三者有可能同时陷入消极对待评估活动的“惰性”现象，从而将评估活动所能实现的目的、价值大打折扣。
[image: ]
图1 理想状态下，三方互动体系是一个信息透明、价值中立、理性客观、不受个人利益影响的工作关系体系，每个行动者都在“命令—反馈—调整”的行动链中完成履行职责。组织惰性可能发生于每一个行动者，使整个体系的绩效降低。评估是用来破解绩效困境的具体工具，但评估者惰性使评估失效，从而引发评估悖论，即评估不但不能再作为提高绩效和组织变革的工具，反而会掩盖绩效问题不被发现。即使引入第三方评估，评估者仍然会受到来自组织环境和文化的压力，通过被评估者的各种抵制、制造的紧张关系等行为使评估难以凑效。
根据科技政策评估实践经验，组织惰性可能发生于科技评估体系中任何机构和个人，可以概括为领导者或决策者惰性、评估者惰性和被评估者（个人或机构）惰性三个主体类型。每个主体都构成评估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是形成评估文化、利益博弈的主体。其中，领导者或决策者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影响评估者的权力效力和被评估者（个人或机构）对待评估的态度；评估者是形成评估悖论的关键，评估者的惰性直接影响了评估的效果，以及作为管理工具的有效性。被评估者（个人或机构）是评估数据和信息的直接来源方，是具体的业务工作者和产出科技成果的基础单位。
第一种惰性来自于领导者或决策者，他们的惰性表现为以下特征：
· 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绩效问题，宁愿选择简单化的评估方法，看评估简报或单一指标数据，而不愿意阅读长篇或者深刻的评估分析；
· 偏爱能够显示出增长和成绩的评估结果，反之则厌恶；
· 对评估结果所揭示的问题要么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要么简单地以改革的名义解散问题所在的部门或者个人，或者以新的部门或项目替代之而欠考虑既有项目的科技价值；
· 疏于对日常工作和项目计划的管理，平时对绩效不管不问，往往对绩效统计的时间节点很被动，在靠近截止日期时过分要求成果输出和绩效数字，造成运动式、突击式应对绩效评估的疲惫状态；
· 习惯于通过下属提出问题并将之有选择的解决，而不是自己深入了解、、实事求是地发现存在的问题；
· 对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不够重视，在评估过程中处事圆滑，不愿意提问题、挑毛病，批评远远少于表扬。
领导者或决策者也存在自评尽是好评的现象，因为决策者或领导者要对自己参与的项目负责，不希望出现不是优秀的评价。由于其它两者的惰性，评估者往往不希望得罪后两者，所以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变成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用于评估的方法和指标往往被设定成有利于后两者工具。评估的客观性、独立性被利益关系所绑架，不能得到应有的评估结论。
第二种惰性来自于评估部门或评估人员，表现为：
· 对评估方法的学习和改进缺乏动力，可能只会运用为数不多的评估技术，使用更精确、更新、更复杂的评估方法会增加工作量而受到排斥；
· 甘于充当技术搬运工，对评估技术和方法缺乏思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制定的评估计划往往很完善，但评估计划的实施往往并不完整，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尽量避开或绕开，而不是加以解决；
· 评估工作的效率和成果不受自己控制，受制于领导者或决策者的决心和工作力度，也受制于被评估者的配合程度；
· 更注重维护良好的互动关系，对来自被评估者的礼遇待遇缺乏戒备，或在主观上期待或要求被评估者给予一定的礼遇待遇水平，评估结果易受个人主观看法影响；
· 担忧失去领导者或决策者的支持，也担忧与被评估者发生冲突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第三种惰性来自于被评估者，表现为：
· 习惯于科技工作的专业性之下的封闭状态，以及科技研究机构历来的自治状态，容易产生对领导者和评估者的消极态度，甚至是抵制性、冲突性的紧张关系；
· 科技工作中很多评估是自评估，他们往往在自评估中草草了事，类似的闭门造车现象已经很普遍地存在于各类科技机构；
· 评估结果往往和经费、职称以及其它性质的资源挂钩，指标性量化评估往往受到更多的重视，而非指标性质化评估受到轻视，从而造成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矛盾突出；
· 对他们来说，来自评估者的意见可能无足轻重，毕竟评估者在专业性上有所不足；
· 他们对待遇问题较为敏感，评估者被默认为如果很难理解具体的科技工作那么对科技人才待遇、科技财务管理的问题则较容易理解，认为评估者作为中间部门能够向上反映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公、资源分配不公等管理问题；
· 他们在内心更加看重行业内自发形成的名誉性的评价，而对管理部门的评估则视为重视数量轻视质量的一般水平评价，他们对评估的接受程度和限度是一个有着极大空间可探讨的问题。
三种惰性的发生并非独立而无关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联系的。从机制上来讲，领导者惰性的发生会直接导致评估者惰性，以及可能导致被评估者惰性。科技政策评估涉及的三方主体中的领导者或决策者，对应的是现实中科技部门的直接或更高层级的领导者，有对科技部门进行相应的管理并提出指导意见的权力，和根据需要制定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的权利。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来源和分配有重要影响的领导机构或领导者个人，其机构属性既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体制外机构。领导者或决策者的职责笼统地讲是要促进科技事业发展，对所管理的科技部门的机构运转和工作绩效负有责任。在理想状态下，领导者或决策者从整体科技事业发展的大局观出发，客观、独立、毫无偏狭地进行工作，个人利益动机和狭隘的部门利益不符合整体利益需求因而被排除在管理思想之外。从理性人角度出发，往往认为领导者或决策者会从个人利益和狭隘的部门利益出发进行工作，从而不利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4 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的惰性研究，都忽视了评估者的惰性主体地位和评估活动中的互动关系，从来都假设将评估作为客观、中立和有效的，都是将组织假设为可以评估、接受评估、领导者和成员都会为组织利益而调整，而没有考虑到组织中各个部分都具有主体特性。而在国家需求之下发展的科技政策评估，都忽视了研究机构的主体地位，从来都是假设将国家作为评估的需求方，而没有考虑到研究机构作为被评估主体既是评估需求者、又是评估的抵制者。在各种研究中，对评估者的重视同样不足，忽视了评估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一旦惰性在体系内形成则可能通过评估者惰性将危及整个体系的绩效。在科技政策评估中，自评估对于科技研究机构意味着绩效的自我审视和对本职工作的自我欣赏，而非自评估则意味着干预、干扰、非专业行为、短期行为、绩效压力、非必要事项等等，视评估为积极作用行为的研究机构是少见的。
作为破解组织惰性的工具，评估活动因为评估者惰性而导致功能失效，则会引发评估悖论。三方主体体系在惰性发生机制上的互动关系表明，评估者惰性虽然是评估悖论的关键，但应对之道应关注整个评估体系的健康运行，对体系中的三个主体都应有所体现。因此，健康的评估文化和制度是使科技组织（也可以延伸为其它类型的组织）远离评估悖论的关键。从评估悖论出发，可以推论出健康的评估文化应包括：（1）领导者或决策者贯彻以组织利益出发的管理价值，对组织绩效和评估活动的同样重视，加强常态化的评估管理和绩效管理，以评估提高绩效、以绩效改进评估；（2）评估者加强评估技能和方法的学习，可以进行预评估、试评估、跟踪评估、渐进评估等与项目内容结合的评估方法；（3）被评估部门和人员应主动消解专业性和封闭性，为评估活动做必要的配合，消除紧张关系的发生机会，如不能主动消解，则要通过领导者和评估者的行政干预、知识学习、文化建设等途径来迫使被评估部门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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